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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的
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韩 建 力,王 立 峰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廉政文化建设全面融入党的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之中,对廉政文化建设在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久推进正风肃纪和构筑不想腐的堤坝等方面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反映在廉政文化传播方面,则体现为党和国家更加注重廉政文化的大众化传播。当前,廉政文化大

众化传播的理念有待革新,渠道有待拓展,内容急需创新。这需要推动廉政文化传播从“传者中心”向“受众中

心”转向,积极建设和拓展廉政文化传播渠道,创新廉政文化传播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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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

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1]如何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夺
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成为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议题,而完善源头反腐和长效反腐机制

是其必然要求。廉政文化“以崇尚廉洁、鄙弃贪腐为价值取向,融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社会风尚为

一体”[2],是一种作用于主体源头,具有长效反腐功能的文化形式,是新时代反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廉政文化传播可以简单区分为针对公职人员的廉洁政治文化传播和面向大众的廉洁社会文

化传播[3]。前者依托会议、集体活动等组织化传播渠道,着力培育公职人员的廉洁价值观,构建和

强化防腐反腐的思想防线,提升其“不想腐”的自觉,是源头反腐的根本之策;廉洁社会文化传播则

借助报纸、广播、电视以及网络新媒体等大众媒介渠道,向大众传播廉洁理念、价值、知识,着力提升

大众的廉洁意识、反腐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在形成廉洁社会风尚,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长效反腐

防腐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不仅要强调对党员领导干部的

廉政文化教育,而且要高度重视廉政文化的大众化传播。
当前,学术界围绕廉政文化的特征和功能、廉政文化资源、廉政文化建设路径等方面做了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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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就廉政文化的特征和功能而言,多数学者强调廉政文化在“源头反腐”①和“长效反腐”②机制

构建方面的功能特质,将廉政文化作为制度反腐、过程反腐的必要补充③。一些学者认识到,廉政

文化在政治、社会层面还具有熏陶教化、舆论导向和审美凝聚功能[4]、社会整合功能[5]等。
就廉政文化的资源而言,有学者尝试挖掘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资源④,发现中国现代如毛泽

东[6]、邓小平[7]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的廉政文化建设经验[8]以及国外

的廉政文化建设经验[9],借以推进廉政文化建设。此外有学者主张寻找一种承载了全民族共同文

化记忆,同时能够超越时代局限的文化资源[10]。
就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路径而言,学术界遵从“问题-对策”模式做了诸多探讨。有学者指出

廉政文化建设还存在着被动化、形式主义、过度产业化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应从价值体系、道德基

础、表现形式、长效机制、基础研究五个方面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11]。有学者指出当前廉政文化

建设中存在着廉政文化理念偏差、教育方法不当、制度不健全、环境缺失等问题,并提出了培育科学

的廉政价值观、加强廉政文化制度建设、创新廉政文化传播载体、营造廉政文化宣传氛围等关于廉

政文化建设的建议[12]。
总而言之,学者们对廉政文化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直接作用于主体源头、影响广

泛、效力持久的特征具有共识性认知;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资源,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

革过程中积累的廉政文化思想资源有着充分的挖掘。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将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的新要求纳入廉政文化建设研究之中,对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的现实意义及推进路

径缺少必要的探讨。因此,阐释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对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斗争的现实

意义,探讨其现实困境,并提出针对性的优化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新时代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的现实意义

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取得了反腐倡廉斗争的阶段性

胜利。虽然“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但当前反腐败的任务已经转换为“巩固压倒性态势、
夺取压倒性胜利”[1]。在党的建设方面,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以加强党的长期执

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

建设质量”[1]。可见,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廉政文化建设融入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布

局,体现在党的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的部署之中,明确了廉政文化建设在政治生态

建设、党员作风建设和“三不腐”中不想腐机制建设方面的功能,旨在将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加强

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契合了新时代党和国家在贯彻全面从严治党基本方略,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方面的新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

②

③

④

有关廉政文化“源头反腐”的功能,参见:何少林.我国廉政文化建设论略[J].科学社会主义,2007(1):95-97;严华.“总体

镜”下的廉政文化建设———旁及廉政文化建设的维度问题[J].理论与改革,2013(3):136-138等.
有关廉政文化在反腐体系建设中的长效性的论述,可参见:贺一松.文化视角下的反腐倡廉建设[J].求实,2011(12):68-70;

王冰,吴林风.非政府组织参与廉政文化建设的困境与路径选择[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09-11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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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92-198;蒯正明.推进制度反腐建设的路径探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6):97-102等.
相关研究参见:董晓彤.“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学习习近平有关重要论述的体会[J].廉政文化研究,2016

(2):20-26;袁北星,问青松.论中国传统廉政思想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J].江汉论坛,2012(12):26-30;宋敏娟.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廉政之道及其当代启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1):79-83;任松峰,王杰.《周礼》“六廉”思想及其现代价值[J].中共中央

党校学报,2014,18(3):54-57.



  (一)加强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有利于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是全体公民和执政党行为的政治环境,既是执政党领导多元主体进行国家治理、社会

治理的结果,也是治理行为运作的平台①。当前政治生态存在的关键问题之一,即在于“腐败文化

严重侵蚀了政治生态环境”[13]。有学者指出,受传统血族伦理影响,部门腐败、家族腐败等“塌方

式”腐败现象频发;部分群众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习惯“走后门”“托关系”“请客送礼”,严重破

坏社会风气;部分群众将贪污受贿看作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行为,腐败出现了一种组织化、弥散化、文
化化的趋势[14]。腐败文化的滋生和蔓延,腐败风气和其生活方式对人们生活的渗透,为腐败与行

贿行为提供了文化层面的滋养。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抵
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1]廉政文化的大众化传播有

助于提高群众的廉政意识,推动群众抵制腐败文化,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风尚,推动局部的廉洁政

治气候凝聚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净化政治生态同修复自然生态一样,绝非一朝一夕之

功”[15],廉政文化的功能长效性则为政治生态的净化提供了长效保障。
(二)加强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有利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16]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

的核心在于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明确

要求:“坚持以上率下,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继续整治‘四风’问题,坚决反对特权

思想和特权现象。”[1]当前,正风肃纪活动主要依赖于党和国家指导下的各级党委、纪委、监察委等

正式组织。受正式组织的规模、活动空间和监督时间等方面的限制,这些正式组织在监督执纪过程

中往往存在“监督不到”“效力不长”的问题。从实践来看,部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小吃小喝、小卡小

要等作风问题,纪律问题属于一种日常化、隐匿化的“微腐败”,一些收受礼品、礼金的行为也打着亲

友礼赠的幌子。在此类问题的处理上,纪委和监察委等正式组织如果不能有效动员群众参与、吸纳

社会力量,就可能导致发现和查处效能不足的问题。有效的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有利于充分调动

群众力量,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营造良好的纪律法规执行环境,促使党员干部守住底线,使他们习

惯在受监督和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习近平同志指出:“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要标本兼治,经常

抓、见常态,深入抓、见实效,持久抓、见长效。”[17]廉政文化的文化特性保障了其效力的长期性,是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长效推动机制。

(三)加强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有利于筑牢不想腐的堤坝

不想腐是指党政官员对待不腐败问题的自觉意识,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关键环节。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在反腐败斗争方面要求:“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
增强不想腐的自觉。”[1]从实践上来看,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中央着力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如今,反腐败斗争也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

子也越扎越紧。新时代,构筑“不想腐”堤坝是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需要解

决的关键性问题。“当文化防腐的实施机制足够强大时,它不但具有遏制腐败的功能,而且最终能

够达到让人不想腐败、不愿腐败的效果。”[18]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具有传播廉洁价值理念、引领社

会风尚、规范公众行为等作用,有利于群众廉政意识、反腐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综合提升。这一

方面有利于廉政文化精神和价值观教育的生活化,为群众自觉抵制腐败文化侵蚀构筑心理防线;另
一方面有利于廉洁社会氛围和强大反腐防腐外部机制的形成。廉洁的社会文化氛围和强大的反腐

防腐机制为推动公务人员形成“不想腐”的观念自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对筑牢“不想腐”的堤

① 学术界有关政治生态的定义还存在争议。本文认为政治生态是制度运行的结果,也包含了各行为主体的交往行为,所以,将

政治生态看作是一种融合了制度、文化和交往行为的政治环境。参见熊光清.如何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J].探索与争鸣,2015(8):73-

76;祝福恩,隋芳莉.政治生态的四维结构及营造对策[J].探索,2016(3):102-105.



坝有积极作用。

三、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的现实困境

2005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实施

纲要》(简称《纲要》)。《纲要》不仅强调以领导干部为重点,强化针对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而
且明确提出“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19]。“五
进”的提出实质上将廉政文化建设推向了整个社会,也标志着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进入了快车道。
传统上,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依托“红色资源”建设廉政教育基地,各地兴

建廉政文化广场、长廊等工程;二是以口号、标语、反腐倡廉电视剧等为代表的文化产品生产;三是

由党委、纪委等组织开展推动的警示教育、优秀典型宣讲、集体观影、文艺汇演和廉政文化进社区、
家庭、学校、企业、农村、机关等活动。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廉政文化网站、微信公

众号以及各类群组纷纷建立,有效拓展了廉政文化传播渠道。廉政文化建设取得了突出成效,“清
廉为民、干净干事的廉政文化不断恢复和强化,党内正能量不断积聚和壮大,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领

域”[20]。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将反腐倡廉工作引向深入,提出了

强化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的新要求。结合我国的廉政文化传播实践和大众传播理论,我们发现,当
前的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面临三大困境。

(一)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的传播理念有待更新

传统上,廉政文化传播主体延承了组织传播和宣传理论中的单向传播方式,在廉政文化内容生

产和传播过程中,往往以“传者中心”的单向传播理念为指导,缺乏适应和满足受众的偏好和需求的

能力,影响了廉政文化的大众化传播效果。
从理论上看,传播学者对传播效果保持着长期的关注,并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对传播效

果的认知。如美国传播学学者赛弗林就认为,传播效果研究经历了从魔弹论①、有限效果论、适度

效果论到以“沉默的螺旋”②为代表的强大效果论的转变[21]。当前,一些廉政文化传播主体依然用

以“魔弹论”为基础的单向传播理念来指导廉政文化的内容生产、渠道推广和效果评估,具体表现如

下。其一,从传播效果评价上看,廉政文化传播主体往往将集体学习、讨论和组织文艺表演等集体

活动的次数,廉政微信公众号、微博等传播渠道的数量,以及宣传标语、文章、视频等廉政文化产品

的数目作为衡量廉政文化传播效果的标准。比如河北任丘开展了廉政文化进农村、进社区、进机

关、进学校“四进”活动。在展示成果时,任丘列举了“打造13个精品村、4个示范社区、3个示范机

关和4所示范学校,制作展牌、橱窗、专栏3700余个,在全市413个村建成廉政文化广场47个、绘
制廉政文化墙1.3万平方米”[22]。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对民众的实际廉政认知、廉政意识和反腐能

力等方面任丘却缺少关注。这种“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实质”的效果评估方式往往并不能客

观反映廉政文化的传播效果。其二,从传播渠道上看,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多依赖主流媒体。随着

网络化、移动化、智能化新媒体的发展和广泛运用,主流媒体诸如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渠道的优

势遭到削弱,而借助新媒体渠道进行传播的廉政文化内容也受到了泛娱乐化信息的挤压,其传播力

和影响力也被削弱。其三,从信息内容上看,部分地区多以新闻报道、电视剧和电影等形式推广廉

政文化,相关内容存在说教性过强、观赏性不足、缺乏吸引力等问题。可见,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的

①

②

魔弹论又称“皮下注射论”,是一种传播的强势效果论,这种传播效果论认为,大众媒体的影响力像子弹和皮下注射一样,直接

有效。参见:高海波.魔弹论:层累地造成的学术史[J].国际新闻界,2010(04):17-21.
德国传播学学者诺依曼假定:强势意见会对持有弱势意见一方产生孤立威胁,个体可以感知意见气候,个体为了规避被孤立

的威胁,通过对意见气候的评估选择自己的行为。诺依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是这样一个过程:一方大声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另一方

可能吞下自己的观点,保持沉默,从而进入螺旋循环———优势意见占明显的主导地位,其他的意见从公共图景中完全消失,并且“缄口不

言”。参见:[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



理念滞后是导致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效能不足的重要原因。
(二)廉政文化大众传播的渠道有待拓展

传统上,廉政文化的传播高度依赖以会议、电视、报纸等媒介为代表的组织化、体制化渠道。而

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崛起和信息内容的增加,廉政文化传播主体如果不能有效建设和拓展社交化、个
性化、全媒体化的网络传播渠道,就可能因脱离受众而影响传播实效。

麦克卢汉曾提出著名的“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论断,认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

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的

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3]。网络化、移动化、智能化、强互动性的网络

新型渠道逐渐型塑了当代中国的复杂媒体景观。据统计,2017年的数据显示,半年内每天上网看

新闻的网民比例高达61.9%[24];到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57.7%,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6.63亿,网民使用比例为82.7%[25];截至2019年6月30日,我国网民

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1.2%,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6.86亿,网民使用比例为80.3%[26]。
事实上,伴随着媒介融合进程的加快,传播受众也实现了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逐步适应了新媒体

渠道的信息生产、传播方式。长期以来,以会议领会廉政文化建设精神,以文件落实廉政文化建设

任务的现象频现。在进行廉政文化大众传播时也多借用报纸、电视、广播、电影等传统媒介,而对当

前的主流信息渠道———以“两微一端”为代表的信息渠道重视不足。虽然诸多省市机关部门,开通

了廉政微信公众号、廉政微博,但受限于技术、资源和专门人才储备等方面的不足以及内容形式对

传统媒体的简单延承,对新媒体渠道的开发利用程度还处于较低的层次。
(三)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的传播内容亟待创新

廉政文化传播的内容和形式建设是廉政文化传播的着力点和最终落脚点。新时代,面对居住

分散,生活境遇、利益诉求和教育程度存在巨大差异的多样化受众群体,廉政文化传播主体未能根

据受众的差异性进行内容的生产和传播,影响了廉政文化的大众化传播效果。
廉政思想、廉政人物、廉政故事以及廉政知识构成了廉政文化传播的主体资源,对相关素材的

选择及其呈现则构成了廉政文化传播的基本形式。但是,传统的廉政文化内容还存在三方面的问

题。第一,简单地将组织化廉政教育内容移植到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过程中。廉政文化传播主体

以领导人讲话和指示、官方文件、主流报纸等当做大众化传播文本,宏观指导多而具体举措少,抽象

原则多而生活实际少。受众缺少理解和学习相关内容的兴趣,传播效果受限。第二,对廉政文化资

源的开发与内容呈现,存在与受众需求相脱离的情况,影响了廉政文化的传播效能。一些塑造廉政

典型人物的作品,往往采用“高大全”式的人物塑造方式,存在文本说教意味浓重、官话套话代替人

物语言等问题。比如,依托电视剧、电影的文艺作品如《焦裕禄》《杨善洲》《于成龙》等在表现手法上

依然较为传统,而作为一种新闻形式的廉政典型报道则在激烈的信息市场竞争中影响较弱。第三,
缺少旨在提升公众廉政意识和反腐能力的廉政教育内容。现有的诸如《铁齿铜牙纪晓岚》等廉政文

化大众文艺作品,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种“清官情结”,强调反腐过程中民众对圣君、清官的依附性,
降低了公众主动参与反腐斗争的意愿,而且以原情、引经为特点的断案方式与当前的法治精神背道

而驰,无助于提升公众反腐参与能力,也无益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而诸如腐败的类型、特征、多
发领域,对贪腐分子的惩处法规、纪律,参与反腐工作的举报渠道、方式等方面的内容,还不同程度

地存在缺失和不足等问题。因此,如何在对数量庞大、居住分散的普通公民进行受众细分的基础

上,生产出符合党和国家以及群众需要的廉政文化产品是廉政文化传播主体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实践上来看,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的现实困境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廉政文化大众化

传播产品数量不足。比如,兼具观赏性和现实性的现实主义剧作《人民的名义》(2017)和兼具话题

性和形式创新性的纪录片《巡视利剑》(2017)等大众文化产品依然是少数;其二,廉政文化大众化传

播产品质量有待提高。有学者指出:“廉政文化的传播形式过于严肃、僵硬和形式化,因而失去了应



有的传播效果。比如一些地方片面地认为演几出戏、唱几首歌、搞几场活动、办几次比赛,一做了

之,内容上缺乏针对性,传播中缺乏群众性,形式上缺乏新颖性,实际效果很不理想。”[27]这也要求

党和国家着力优化廉政文化传播,强化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效果。

四、新时代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的优化策略

廉政文化的大众化传播遵从大众传播的一般规律。根据拉斯韦尔确立的经典“5W”传播流程,
我们可以从传播主体、内容、渠道、受众等方面寻找优化传播效果的思路。就廉政文化传播而言,传
播主体应以受众为中心,主动调整廉政文化传播理念;适应媒介技术的发展,积极拓展廉政文化传

播渠道;尊重受众的信息内容偏好,创新廉政文化传播的内容形式。
(一)推动廉政文化传播的“受众中心”转向

传统的廉政文化传播遵循一种“传者中心”理念,廉政文化传播多借助报纸、电视、广播等主流

渠道;廉政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主要基于廉政传播主体的生产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或者无视大众

对廉政文化信息、阅读乐趣的满足;对廉政文化的传播效果持有较高预期,以廉政文化渠道和产品

数量评估廉政文化传播效果。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适应

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28]新时代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

求廉政文化传播从规模较小、传者中心的组织化传播模式向大众传播转换,这需要推动廉政文化大

众化传播适应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趋势,实现“传者中心”向“受众中心”的转变。
首先,应调整廉政文化传播预期。廉政文化传播主体应充分认识到受众主动性的提升以及媒

介环境的复杂性,从注重传播渠道和内容生产数量转移到注重现实传播效果上来,认识到当前廉政

文化传播效果的有限性和不足,这是新时代强化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的前提。其次,应做好廉政文

化传播的受众细分工作,1956年美国学者温德尔·史密斯(Wendell·R·Smith)首次提出“市场细

分”概念[29],在随后的有关娱乐产品推广、健康传播、气候变化传播等研究中,基于市场细分理念提

出的“受众细分”被证明是获得良好传播效果的起点和必要因素[30]。廉政文化传播主体也应适应

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趋势,构建廉政文化精准传播格局。具体而言,传播主体要注重受众分析。
各级传播主体可以综合运用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分析相关信息的网络受众的点赞、转发以及

留言跟帖内容,同时参考传统的广播收听率、电视收视率、纸媒订阅量等数据,以把握大众的信息接

触习惯和偏好,勾勒用户图像,为廉政文化的精准化传播夯实基础。最后,廉政文化传播主体应重

视受众的主动性和现实需求,根据受众需求和大众偏好制定和优化传播策略。针对不同的媒介和

群体,在调整文风、话风的同时,适应网络传播渠道新要求,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的便捷性、交互性

优势,以及内容呈现方面的直观性、生动性和兼容性优势,形成廉政文化传播的“超级文本”,以更多

元的廉政文化内容和形式满足不同受众的多样化需求,服务于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目的。
(二)建设与拓展廉政文化传播的渠道

面向大众的廉政文化传播,需要根据受众分布特点建设和拓展廉政文化传播渠道。从实践上

来看,“基于传统媒介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流于落后与陈旧、空洞和单调,而缺乏对新渠道新平台的

开发利用”[31]。我国网民构成年轻化特征明显,网民中的青年群体习惯于“通过微媒体渠道参与社

会热点和公共事件的围观、讨论、挖掘与传播,信息传播权和话语权‘去中心化’趋势凸显”[32]。年

轻化网民主体的壮大,加之注重关系构建的新型媒介的发展,对依赖于传统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以

及程式化写作的廉政文化传播造成极大冲击。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33],2014年

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

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34]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推动了以报纸、电



视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媒介融合工作。以我国的党报系统为例,据人民网研究院对覆盖国内中

央级12家、省级33家、地市级332家共377家党报的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5月15日,中央级报

纸除2家没有创办自有APP之外,其他传播渠道的建设率均为100%。省级党报全部创办网站、开
通官方微博账号并入驻聚合新闻客户端,微信和自有 APP的开通率也都超过90%。地市级党报

各个传播渠道的建设率相对较低,除网站建设率超过90%以外,其他各个渠道的建设率均在70%
左右[35]。主流媒体的媒介融合工作得到了实质性推进。不过,正如丁柏铨所指出的:传统媒体的

优势在于生产和制作新闻产品,但在内容分发和作为一种信息平台方面存在劣势,“传播手段的建

设和创新委实已经到了不重视不可的境地了”[36]。因此,传统媒体注重受众的反馈意见,重塑与受

众的关系,强化媒体公信力,是巩固廉政文化传播传统阵地的必由之路。另外,要重视廉政文化传

播渠道网络的构建,促进其与传统媒体在内容共享基础之上的媒介融合,形成廉政文化传播媒体的

传播网络。媒介融合是指同一内容在渠道方面的建设或拓宽。这就要求廉政文化传播主体不仅要

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进行传播,还要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和新闻客户端等移动网络新媒体的

效度和广度优势,形成廉政文化传播矩阵,设置廉政文化议题,强化廉政文化传播效果。
(三)创新廉政文化传播的内容与形式

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对廉政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呈现提出了新的要求。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内

容应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有关廉政文化建设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指示,以及相关原

则、方针、政策文件等;第二,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新闻、文学作品、电视剧、电影等文艺作品;第三,
旨在提升公众廉洁意识、反腐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廉政教育内容。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
如何根据分散化、年轻化的受众群体需求,挖掘廉政文化题材,创新传播形式,成为廉政文化传播优

化策略关键的着力点。
首先,应做好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导精神、理论文本和相关文件的大众化“转译”工作。廉政文化

传播主体应适应大众需求和信息接受偏好,致力于将抽象的原则或文件以形象、生动、真实可感的

形式呈现出来,避免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中念文件、读报纸式的生硬宣讲和说教。其次,有关真实

人物事迹的廉政文化大众化传播产品应恪守真实性原则。在内容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不虚构事件

拔高廉政典型,也不掩盖廉政典型的“瑕疵”,允许廉政人物从“高大全”中解脱出来,避免以官话、套
话代替人物正常交流的现象,以“真”感人,以“情”动人,以“惩”警人。再次,积极开展旨在提升公众

廉政意识和反腐参与能力的廉政教育,特别是强化重点领域、重点群体的公众廉政教育。比如长期

以来,针对学生群体的廉政教育和宣传着力不足,内容和方法也有待创新。这就需要有针对性地强

化对学生群体的廉政教育。廉政文化教育还需要拓展到不同年龄、职业、阶层的群体之中,优化大

众参与反腐倡廉工作能力方面的廉政文化内容形式,打造适应组织化传播和大众传播渠道的廉政

文化内容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伴随着新时代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推进以及党的建设任务

的转变,廉政文化建设任务也需要做出适应性调整。廉政文化的大众化传播作为新时代廉政文化

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既依赖于廉政文化建设和反腐倡廉整体工程的体系化支持,也需要嵌入到新

时代党的建设和从严治党布局之中。就廉政文化传播自身而言,党和国家的相关部门需要统筹规

划传播目标、传播渠道、传播内容,推动廉政文化传播内嵌入反腐倡廉体系,充分动员人民群众的力

量,整合巡视利剑、制度反腐和监督机制的力量,构建清明的政治生态,为构筑“不能腐、不敢腐、不
想腐”的堤坝提供文化支持。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廉政文化建设在功能上并不止于反腐倡廉这一

功能。廉政文化传播中包含的廉政形象传播和执政党权威呈现等功能,为政党执政合法性建设、国
家认同建设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也为廉政文化传播研究者展现出更多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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